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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电影票窥探中国的影院史和放映史 

——以四川省影院为中心 

徐丛丛 朱善智
1
 

【摘 要】：老电影票不同于今日的电影票，某种意义上讲是有关老电影的“第一文本”,票面上的各种信息和

符号，尤其是关于影院和放映方面的信息构成了研究中国电影史包括电影院史和电影放映史的有效直观材料，大量

的重要的甚至罕见的电影票据为我们提供了全方位地解读这种历史的独特窗口。本文从中国的老电影票文本研究出

发，以四川省的影院为中心，聚焦了中国影院和电影放映五个方面的历史现象和问题，包含影院男女分座及座票等

的历史考察、中国影院史上银幕放映技术先进与否的个案考证、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影院儿童观影限制与当下比较

的文化人类学辨析、由大到小的中国影院影厅设置变迁与呈现的问题以及影院与历史的“双物叙事”等，对中国影

院和电影放映的历史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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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电影史包含了传统的创作、文化、理论、批评等的历史，也关联着影院史、放映史等更加专门的史学门类

内容。伴随着研究中国电影史的范式及角度的越来越多样化，“电影票史”很可能成为一个更新的触及中国电影文化及历史的

文本史学考察方向，而在中国电影票史尚未系统地被梳理和印证其史学全貌与价值时，透过部分电影票据文本对中国电影放映

和观看的历史进行局部的窥探，似乎也具有较大的实证探索意义。 

一、以四川影院为代表的男女分座及座票等历史现象的考察 

封建传统性别文化在中国早期的观影史中有着明显的印迹，其一便是男女分座现象，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中

国影院广泛存在，并且是一种官方要求的行为。“清宣统三年(1911 年),上海颁布的‘影戏场条例’中即规定了‘男女必须分

座’,此规定竟延续至民国时期。20世纪 20年代，成都宜昌电影院一张‘男女分座’的电影入场券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状况。”[1]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男女分座现象在全国逐渐消失，但仍有存在。民国时期一张没有标明具体时间的四川成都的新明电

影院的电影票上正面印有“座票，每票一人，不分性别，过期作废，遗失照补”等信息，左上角贴有国民政府印花税票 4 元一

张。另一张新明电影院的老电影票上同样没有日期标注，但票面信息几乎全部一样，只是在背面贴有国民政府印花税票 4张，每

张 5 元。根据印花税票上的六和塔图案可知，这两张票应为 1934 年之后的票据，因为六和塔图案的税票是 1934 年出现的。根

据印花税额的不同，以及“每票一人，不分性别”的书写方式的变化，发现前者应该是基本属于 20世纪 30年代的票据，后者应

该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的情况。另一张 1947 年的成都新明电影院的电影票上同样写有完全一样的字样，且电影票的

设计款式与前二者基本完全一样，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前后时间相差不远的关联性。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上述三张老电影票票面上

的这些信息强调综合反向说明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四川的电影院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着男女分座及性别电影票的情况，只不

过可能是很少的情况。根据《成都电影志》的说明，成都宜昌电影院始建于 1929年，也从某种侧面说明至少 30年代一定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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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分座的情况的，遗憾的是目前尚未找到此类电影票的直接实物证明。 

事实上，成都的新明电影院是中国影院男女分座的历史体现最为明显的影院之一，其成立于 1924年，是成都第一家电影院，

成立之初在放映电影时便是有男女分座现象的。“电影院有堂厢、楼厢，共有座位 1200个，堂厢为男观众席，两侧楼厢为女观

众席。正面楼厢为包厢，可男女同座。”[2]也就是说，在新明电影院从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放映历程中，男女分座现象始终是存

在的，就分座的本质属性而言，这是中国电影院内观影性别差异化的一个缩影。从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能够看到，成都为代表

的四川影院基本处在一种中间状态，即既不是文化开放的代表，但也不是文化落后的属地，和全国的性别观影文化基本保持一

致。除包厢外，均男女分座的现象也契合了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对于电影放映的规定：“京师警察厅在 1921年 5月颁布了《取缔

电影园规则》,规定开设电影院须有铺保，并承报警察厅核准后，方许开业；影院‘不得开演淫邪迷信、有伤风化等影片’;电影

院应每日将所演戏目分别呈报于警察局查核；‘除包厢外，均男女分座’”。
[3]
1927年的《中华影业年鉴》中，第四十三条中提

到江苏淞沪警察厅的布告，其中第七小条为：“电影园除包厢外，均男女分座。”[4]另一方面，包厢可“男女同座”实际上就为

破除男女分座观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过渡作用。 

“每票一人，不分性别”还有一种解读是“性别电影票”的存在及其逐渐消失的属性，即有些电影票是分性别出售的，有些

是无性别出售的，分性别出售就说明一定存在男女有别的观看方式或场次。一张民国时期的天一营业电影院的入场证券(相当于

电影证/通票)上(见图 1-1),写有“男女通用”的字眼即说明了这种性别电影票的存在与消除的情况。据票面上的地址大致推断

为这是一张山西地区的电影票。 

 

图 1-1印有“男女通用”字样的民国老电影票 

三张新明电影院的电影票上的“座票”字眼格外醒目，说明新明电影院基本只卖“有座”的票，是一家运营良好的影院，也

反向印证了当时的影院存在卖无座票的现象，据《成都电影志》记载，成都的另一家电影院大华大戏院被观众评价有很多乱象，

载于 1938年 2月 15日的《华西都市报》:“售票不计算座位多少来人即售，有客无座的现象此其三。”[2]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电影院仍习惯在票面上强调座票的字眼，如一家自贡市人民电影院的电影票上印有“新闻座票，8 排 6

号”,一种情况是强调座票的传统和无座票的情况应该是相伴而在的，得以传承，现实中一直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影院依然存

在无座的现象；另一种情况也可能是都是座票，只不过通过座票这个字眼强调要按座位号就座，是一种按秩序文明观影的“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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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还有一种无座的情况是儿童购票而无座，这种无座有时会在票面上反映出来(如在票的背面写道：“本票无座位”,票的正

面印有“一人一票，站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默认无座，和家长一个座位一同观影。 

性别电影票以及座票与无座票所折射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中国观影文化从内里到外在的两个表现。性别电影票是中国影院史

上最独特的“存在”之一，直接指向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之于近现代社会的影响，并由此衍生出了影院作为大众文化场所，电影

作为舶来品是如何反扑、消除封建文化的过程。座票与无座票直接对标影院硬件方面最基本的建设和指标问题，也由此拉开了影

院史和放映史最有关先进与否的重要一页。 

二、从老电影票考证影院银幕放映技术的先进与否 

老电影票较之今天的电影票往往承载着更多的信息功能，众多信息中关于银幕的信息是一块非常具有解读价值的内容点。

例如，这张关于电影《魔城虎将》的上海老电影票/电影券上面 1 同样没有标注具体的年份，但根据票面信息(一月八日星期六、

五彩、巨片、复光课余图书馆等)和电影史的常识整体推断，其依然是民国时期的票据(见图 2-1)。 

 

图 2-1印有“橡皮银幕”等信息的上海老电影票 

我们看到票面上核心位置有个重要信息值得研究，和历史文化及放映技术紧密相关，即“装置玻璃橡皮银幕”的说法。什么

是橡皮银幕呢?民国时期中央大戏院的电影说明书上一般都会在上方或底端印有“本院特斥巨资装置西电声机发音最最清楚橡

皮银幕光线非常明晰”,“发音机对白发音句句清楚并采用美国最流行橡皮传声银幕(附有英文 sound on hole of screen)”等

宣传语句，很明显橡皮银幕是当时的高级银幕形态，一般从美国购得，英文翻译过来大概就是声音打孔银幕，即有孔银幕。《成

都电影志》中提到 1945年成都的大华大戏院“为了改进影院声光质量，由吴克斋借款，严以仁在上海购买了‘辛泼莱克斯’放

映机和橡皮幕(即无孔银幕)”[2],很显然将橡皮银幕视之为无孔银幕的说法是不科学的。1938 年出版的《电影院经营法》一书，

则对橡皮银幕及其使用情况给出了直接的解释：“所谓橡皮银幕者，是把橡皮制成银白色，并且在上面刺着密密层层的小孔。这

就是利用它来传达成声音的。这种银幕，在高尚的电影院，像大光明，南京，大上海，和国泰等，多采用之。”[5]时至今日，橡

皮、玻璃与银幕的关联有时会和家庭影院的银幕装置有关，也涉及银幕打孔技术，主要涉及透光度问题，也就是说 20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银幕放映技术相当于达到了今天家庭影院的放映技术水准。当然使用橡皮银幕主要是首轮放映的、实力雄厚的“高尚

的电影院”。 

从技术分析的层面进一步解读，“装置玻璃橡皮银幕”是一种银幕组合形式连在一起的称谓和说法，即装置玻璃和橡皮是

两种组合，共同承担起了艺术和技术两方面的功能和放映任务(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种带有装置艺术意味的称谓),想更多实现橡

皮与玻璃两种材质“1+1>2”的整体视听美学效果(玻璃相对是一种硬材质，橡皮相对是软材质)。1949年一张广州新华电影公司

的电影说明书上打出了“五彩玻璃”的广告，是不是又意味着玻璃银幕对橡皮银幕的超越和取而代之呢?总之，至于这种银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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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技术的真正先进与否，则需要进一步的历史考证，但无论如何，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阅读和研究的带有“新潮”特点的案

例。 

翻开中国电影院银幕放映的历史，银幕一词很少印在电影票据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宽银幕电影院及放映、立体影院放映等

在老电影票上的痕迹则较多，如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到 20 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量电影票上印有诸如首都宽银幕电影院、广州市

工人文化宫宽银幕电影院、大光明宽银幕电影院、(广州)新华宽银幕电影院、(四川)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成都)沙河电影院宽银

幕、郑州市工人俱乐部宽银幕放映、人民电影院宽银幕放映、大观楼立体影院等。我们知道，“1962 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

宽银幕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由上海天马制片厂摄制完成，1962年 7月 1日，在改造完成的中国第一座立体电影院——上海

东湖电影院正式公映”[1]。那么，在 3D 立体电影和巨幕电影厅充斥于各类影院的今天，中国电影影院的发展和放映史上，到底

哪些先进的技术层面问题是被我们忽略了的?我们一般意义上总是以为我们在技术上较之发达国家和地区是落后的追赶的姿态，

但事实上影院与银幕技术自信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重写的电影史篇章，三十年代“国语译意风”(同声翻译技术)等的先进便是一

个例证。 

电影史上美国最早也是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拍摄宽银幕电影以及在电影院推广宽银幕放映，从相关老电影票能看到中国也

是 50 年代就具有了宽银幕电影院(最早是 1957 年的首都宽银幕电影院
2
),更多的推广是在六七十年代。于此对比可以窥探新中

国的电影放映技术和银幕标准同样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只不过我们对这种先进技术的普及从时间和范围的角度要稍晚一些而已。

《世界电影》杂志在 1955 年、1956 年和 1957 年反复刊文介绍和研究宽银幕问题，从学理的角度印证了中国电影界此时对宽银

幕的认知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实中影院的放映技术是同步的。 

三、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成都影院为代表的儿童观影限制等的文化人类学辨析 

民国时期的电影票上很少提到儿童观影的情况，和今天差不多，更加重视市场和商业，缺少文明规范，极个别的时候出现了

“儿童全票”的字眼，如一张 1946年的老电影票上提到了“每券一位，儿童全票”。但实际上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到 1949

年),民国时期上海、南京等地主要针对美国大片的新光大戏院、大光明大戏院、卡尔登影戏院、大华大戏院(ROXY)等的电影说明

书上反面一般会印有“遵守公共娱乐场所秩序/奉警察局谕”的内容，前者一般分六条、七条或者八条，其中一条为“禁止/不要

携带身长一公尺以下儿童入场”,后者一般有三条，其中第二条为“一公尺以下儿童不准入场”,条例由上海市警察局/公安局制

定。也就是说关于儿童观影的限定在民国时期主要存在于电影说明书上，而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儿童观影的限定多了起

来，电影票上基本明确规定“3尺(1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3尺(1米)以上儿童购票入场”,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80年代(露

天电影放映的电影票上一般保留了 3尺以上儿童购票入场的规定，基本去掉了 3尺以下儿童谢绝入场的说法)。根据众多电影票

上的信息，常见的票面用语有几下八种情况： 

情况一：三尺以下儿童谢绝入场三尺以上购票入场； 

情况二：一米以上儿童凭票入场，一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见图 3-1); 

情况三：一米以上儿童凭票入场疾病流行期一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此票上还印有三一三厂职工电影院故事片入场券等信

息); 

情况四：未(不)满一公尺(的)儿童谢绝入场/一公尺以下儿童谢绝入场一公尺以上儿童全票入场(见图 3-2); 

情况五：三市尺以下儿童谢绝入场，三市尺以上儿童照章购票； 

情况六：三尺以下儿童不准入场，三尺以上儿童照章购票。只限一人(印在副券上的 1981年的票，并印有儿童影院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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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七：儿童高过一公尺者一律全票(印在背面); 

情况八：勿带六岁以下儿童入场(一张 1952年的电影票)。 

除了这些用语外，常见的票面用词，是以下几种情况： 

情况一：儿童全票婴孩谢绝； 

情况二：儿童入场一律全票； 

情况三：儿童观戏一律全票怀抱婴孩不要入场； 

情况四：怀抱婴孩，绝不招待，会走儿童，一律全票； 

情况五：会走儿童，一律全票； 

情况六：每票一人，勿带小孩(成都市电影公司的电影票，见图 3-3)。 

 

图 3-1北京首都电影院和儿童观影限制有关的的老电影票 

 

图 3-2新疆人民剧场印有两种文字的有关儿童观影限制的老电影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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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几种情况的总结可以看到，第一是儿童禁止观影的通常限制条件是：三尺以下/不满一公尺，即 1米以下，包含婴

孩，极个别的时候提到了“六岁以下”,至于“会走儿童”的说法则体现了标准的放宽，“勿带小孩”的说法则宽泛而又把儿童

禁止观影的范围扩大了。儿童观影需要购全票的标准也是 1米。众所周知，20世纪 90年代以来至今的影院，一般情况下除了没

有儿童不能观影的限制外，同时儿童购票的标准基本是从 1.2米到 1.3米。从 1米到 1.2米、1.3米的购票标准显而易见地说明

了中国人身高的变化。没有儿童不能观影的限制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社会文化现象。全民可以观影无疑会提高票房，带动家庭集

体观影，消费影院里的食品、玩具等，体现了一种人类学意义上进步意识，但噪声问题(既包括小孩产生的噪声，也包含电影的

“噪声”对儿童的影响)、因电影内容、尺度和类型(即中国电影未分级和类型电影杂乱的问题)不适于儿童观看的问题等也不容

小觑。 

 

图 3-3印有“勿带小孩”字样的成都老电影票 

儿童观影的限制和要求还是文明和文化问题的辩证体现。儿童观影的限制印在电影票上本身是一种社会文明契约的体现，

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为了保护儿童；当下的限制放宽更多的可能是文化的包容性更大了，但缺失的恰是文明的规范，量身高购票的

情况也不在票上说出来，而是在现场完成，表面上是一种“票面去污”,实际上玩弄的是一种“商业默认”模式，并无实质上的

文化进步可言。儿童观影的限制还具有分级的意识在里面，因此整体来讲这种限制应该是利大于弊的进步现象，并非文化人类学

意义上的人群歧视。第一种票面用语情况六是儿童影院的情况，就基本确认排除了歧视性的行为，这多是从幼儿观影的保护层面

出发的。文革期间的相关政治军事电影的内部放映票上则直接印有“禁止儿童入场”的用语，这亦是出于对儿童保护的考虑。而

此保护措施在相关报刊上可以得到直接印证，一张 1953年的《松江日报》,第四版上印有针对影院经营管理的“牡丹江市人民政

府通告”,其中一条便提到“为了照顾儿童的身体健康和不扰乱成年观众起见，决定自十二月十七日起禁止三市尺以下儿童入

场”。[6]今天的影院放映显然已经没有关注“儿童的身体健康和不扰乱成年观众”这两种情况了，值得深思。 

成都市电影公司的电影票上“每票一人勿带小孩”又代表了四川省电影院在儿童观影文化上的“独特景观”。“小孩”的

说法取代了一米(一公尺/三尺)的身高限定说明，可见其内容意义的变更。第一，这种做法正面意义是把儿童观影保护范围扩大

了，有一个更宽泛的社会学宣传意义，主要是针对家长和学校而言的。第二，这种宽泛也容易产生实际观影时的争议和矛盾冲

突，解决的办法主要是两种，首先还是上文提到的现场量身高，使用一米(一公尺/三尺)的标准，其次是人为地视具体情况协商

而定是否能够入场，不唯身高。综合上述情况分析，“每票一人勿带小孩”的做法整体值得肯定，体现了四川影院在儿童观影限

制上的思考和具体实施行为，带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和地区专属特性。 

除了儿童观影的限制，另外的一种情况是对观影限制条件范围的延展，如一张锻造工人俱乐部的票上出现了“讲究礼貌，穿

背心、拖鞋、内短裤严禁入场”的语言，这种票面上的提示与观影限定相对是比较少见的，其出发点是个别电影院对曾经发生过

的观影不良现象和事件的一种总结式应对之举。这些用语表面上似乎有些过头，但也恰是一种文明规范的呼吁，当下的影院和电

影票丝毫没有对不文明观影现象的限制和呼吁，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已经进步到了不需要提示的水平，不文明的地方

仍有很多，比如前文提到的儿童观影噪声问题，还有情侣观影不文明现象、接打手机现象、随意吃东西现象等，老电影票上的这

些提示某种程度上比影院现场的提示更为有用，因为它们是流动的票据，是流动式的文明提示。两张广西灵川电影院的老电影票

上(见图 3-4)印有“做文明观众光荣”的提示语，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都是很好的票面文明宣传举动，并不多余，是票面“美丽”

的电影票文本。新世纪以来 2007年(重庆)环艺电影城放映《蜘蛛侠 3》和 2009年(上海)万裕国际影城放映《建国大业》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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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背面上都印有几乎全部相同的七条中英文“观众须知”,唯一的不同在于其中《蜘蛛侠 3》的电影票上第二条为“高于 120 公

分的儿童，必须每人一票。低于 120公分的儿童请购儿童票”;《建国大业》的电影票上第二条为“儿童全票。怀抱婴儿，谢绝

入内”。通过这一现象亦可以看到了此时部分电影院依然能意识到有关儿童观影限制的思辨问题，较好地继承了 20世纪以来的

优良文明规范，也能关注到观影的非文明问题，并给出提示说明。但整体而言更多的电影院自 2010年以来，没有把控好观影的

文明行为规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来看这种严谨的“提示”与说明基本消失，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审视。 

 

图 3-4广西灵川电影院印有文明宣传语的老电影票 

四、由大到小的中国影院影厅设置变迁与问题的呈现 

影院是承载观影者“梦乡”的载体，这一载体往往映射着观影群体的等级心理与情感诉求。民国时期的观影的确有一定的

“讲究”,这主要体现在影院的空间设置上。民国时期的老电影票几乎都没有座位号，直到了 20世纪 40年代中后期开始基本都

有排号了，通过排号和票面信息能够看到正厅(Stall)和楼下(楼上票价贵于楼下)是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此外还有楼厅等说法。

正厅等名称最早出现于 20世纪 30年代(见图 4—1)。戏院与影院的合一(很多时候叫影戏院、影剧院),使得堂厢和楼厢(包厢)等

成为小范围观影的独特空间。 

 

图 4-1 1938年青岛福禄寿戏院印有“正厅”字眼的电影票 

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院承袭了大厅放映的传统，可容纳数百人乃至一两千人的影厅放映成为了全民大众观影的象征，《大

众电影》杂志的取名界定了电影的“大众性”,这种观影方式可视为“大众的一面”的旗帜。新中国成立后近 40 年的老电影票

上，座位排数从第一排到三四十排的编号都有，座位号较多的情况下也是排到了几十号(如 36号座的情况)后排和两边的观众观

影体验按想象应该是是比较差的，但事实上但凡修建的比较好的中国的老电影院一般不存在明显的这种情况。一个非常好的现

象是正如戏院看戏一般，很多不好的位置根本看不清楚演了什么，但一般很少有人抱怨，这种大厅大众观影并没有成为观众有意

见的地方，尤其在戏院有位置票价明显区分而电影院基本没有票价区分的情况下，体现了中国电影观影文化的良好氛围和大众

性追求热闹式的情感心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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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老电影票上是印有甲、乙、丙等字样的“等级票”,主要也是按照同一个大厅的不同观

影位置而言来设定的，最好的观影位置(包括楼上楼下)就是甲级票，不好的位置相对就是乙级票和丙级票。所以，甲乙丙票这些

票种只是一种带有些微市场行为考虑的差异化举措，并不是界定观众的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当然在无形中会形成一种等级观

念，这亦是大厅观影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弊端。 

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大厅空间放映，大空间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电影放映空间和时间的关联，

如民国时期的电影放映，从放映场次的角度一般是每天两场、三场或者四场。早场比较常见的票面时间是“10:30”,下午常见的

时间是“2:30”(均称“日夜开映”,最晚的一场通常是 9点 15分开映，12之前确保结束放映),建国后的电影票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很少再给出具体的时间了，只给出第几场的界定，从早中晚的角度，有早场(早上到 11点左右都是早场的范围)、中午场(包括

午后场)和夜场(一般是下午 6 点钟以后，民国时期多为 7 点以后称为夜场),按数字排序的话一般也是 1 到 3 场，极个别的电影

票上有“第 4/5/6 场”的情况，有时是在票面背面用印章印上放映的相对具体时间，也就是说每天最多能上映 6 场以及同一时

间大概只能上映一个电影。再一个现象和问题是机打票以前的中国老电影票最大的信息缺失之一是票面上很少印有电影的名字，

其背后有许多原因，比如电影票的统一印刷问题、片源少等，当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和影厅大且少有关，放映管理还无法实

现点对点的精准程度。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影院开始多影厅化设置，或者说叫多功能差别化影厅设置，只有一个厅的影院当下几乎难觅，一般的

影院大都至少有几个厅，这些单独设立的厅中，又有大有小，大的可坐 100人以上，小的只坐几个观众，表面上后者是 VIP定制

厅，实际上更主要的是人少的传统心理优越感在作祟，观影的体验很难说是一定优于大厅的，因为这种观影和家庭个体式观影相

似，已经丧失了大众影院的诸多乐趣。一张北京中华电影娱乐宫的电影票上印有“特级影厅单人座位”4 字样，这种所谓的特级

是否能带来真正的特级观影享受?这种小厅的放映和特级的联系似乎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无非是为了区分大厅之外的“小众”,

本质上是身份的象征，实则根本不具备中国电影放映史上的突破或者“特级”之说。一张 90年代的文艺电影院的电影票上印有

“航空座 19排 10座/12座”等信息，也就是说此时中国的电影院在座位上已经开始加大力度了，首先就是名字上的宣传，通过

名字上的称谓不同成功地博取了部分观众的优越身份心理定位，观影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成为事实，中国的影院的发展和放映

系统于此也大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真正的小厅应从电影放映的内容上下功夫，比如放映不同种类的电影、用于电影纪念活

动的专场放映等。“19排 10座/12座”印证的是一个人可以享有两个座位空间的情况，这一事实也在其他类似的电影票上得到

了辅证，一张重庆的名为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雅座票上写有“每票限座两人”,即所谓的雅座可以是一单人座，也可以是双人座。

一张广州电影院(特级电影院)的电影票上印有“雅仕座每票二人”,由雅座到“雅仕座”的称呼，进一步体现了影院营销形式上

的考量。追溯这种雅座的历史，中国的老电影票上最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一张和平电影院的电影票上在票面的

中间核心位置便印有“雅座”二字，在电影票的最下方印有“每票二人过时作废”的字眼(见图 4-2)。再往前追溯，其实这种座

位安排行为还是部分老影院或者戏院一个大厅放映时局部座位的等级性安排，相当于某些楼厢票，最多的时候是一座三人，只不

过后来的雅座基本只有一座两人的情况了。 

 



 

 9 

图 4-2和平电影院雅座双人票 

至于大厅，伴随着巨幕厅的流行，电影票上的巨幕字眼往往显得格外有规格，一个现象是很多影院为了宣传效果将 1号厅设

置为巨幕厅，现实中大量的所谓巨幕其实都是“伪巨幕”5,只是银幕相对大一些而已，前排和后排观影效果同样不尽如人意。真

正的大厅应是名副其实的巨幕，并通由技术优势带来传统意义层面的大众观影的氛围和乐趣。 

从传统大厅的等级票到大厅小厅都有的雅座，再到八九十年代以来不同影厅有不同的命名、设备和价格区分等，中国的影院

观影经历的是空间和价格、身份等的差异化始终存在，只不过空间和身份的标签往往“遮盖”了价格，历史上的观众身份和空间

观影感较之今日的观影，显然符码性要强得多。 

五、影院放映的历史与未来——一个影院一段历史的“审美叙事” 

中国的老电影票和中国的老电影院所组成的“二老”既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也是一种对物与物理空间的双重“收藏”。

中国电影的历史，无论是影院的历史还是放映的历史，都伴随着电影票从设计到印刷再到使用、保存的历史。中国电影史中的文

物叙事，电影说明书和电影海报等文本正逐渐被提升为文物，而中国的老电影票成为电影文物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笔者坚信老

电影票所承载的有关电影院和电影放映的文本信息解读正在构成“一段段历史”,老电影院的保留和老电影票的保留同样具有

“历史叙事”的功能。后者电影院这种物理空间的“收藏”很多时候得益于一座电影院所带来的历史回响。这里的一座电影院

主要指传统的一座单独存在的建筑物，单独承载了电影院的功能。而与之对比明显的是今天的电影院，无论称呼是叫影城还是影

院，甚至是影商城，大都位于某栋建筑物的一层，依然不再是真正意义上一座电影院，而只是一个电影放映的单元空间，消费娱

乐的意义很多时候大于文化的认定。 

早在民国时期，电影界和文化界形成了认知：“电影院的场所，是一种专门的建筑”[7],大上海大戏院的建筑“采用立体式，

外墙用黑色玻璃为之，现出整洁静穆的美感，门前间以浅蓝色玻璃柱八株，雄伟瑰丽，益增姿态，夜间光茫四射，成一特殊精致。

内部地板悉用橡皮铺成，履之无声。”[10]当下保留了单座建筑物式的电影院将是影院放映的一种“未来”,这种“未来”更多地

承接了历史的沿袭，可能远大于放映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因为一方面实际上电影技术包括放映技术的革新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

样保持着日新月异的进步；另一方面技术所带来的新鲜性终究是比不过文化的记忆性的，无论是时间还是冲击的力度。 

《天堂电影院》《雨果》《西洋镜》《定军山》(2005 年)等注解和回顾了电影的历史，《天堂电影院》中的老影院及电影放映

(以墙为幕等)更让我们情怀定格历史与童年的记忆。露天电影(坝坝电影)在中国很多地方曾经的放映和今天的放映同样勾起了

电影梦与特定的历史中成长的回响。1895 年 12 月 28 日的电影放映和集体观影是电影诞生的标志之一，这就注定了公众影院不

可能消亡的命运，否则电影将不再是电影。影像放映的历史与未来，是时空的流转，更是文化的注脚，中国的影院史和放映史之

于一枚枚小小的电影票上所生发出的历史总结既可视作宏观和微观史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亦是文物叙事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相

结合的重要研究范式文本。票面上印有影院标志或者影院建筑设计的老电影票，更是独具魅力的承载影院和放映的历史最显性

的直观文本。 

老电影票上印有电影院的建筑图像的情况，出现在了新中国电影院、解放电影院、友谊电影院、光明电影院、群众电影院、

青年宫电影院、文化宫影剧院(见图 5-1)等诸多的老电影票上，这些老电影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最美电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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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成都票面带有不同建筑设计风格的老电影票 

而当明星的人物照片和影院建筑同时出现在票面上时，就成了迄今最具有审美价值的老电影票之一了(见图 5-2)。印在老电

影票上的“流动的建筑”和着电影人物(明星/电影艺术家)形成组合审美，这种组合在电影中国史中并不多见。 

 

图 5-2安徽歙县影剧院印有谢添照片和建筑设计图案的老电影票 

由此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今天的电影票和电影院普遍都缺乏文物叙事的长远内涵或者文化艺术的传承特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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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文化一般造就的大量的改装式电影院和数码快速打印式电影票如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学习上述老电影票和电影院的做法，无

论是文化历史层面还是营销层面都将是令人欣喜的“审美叙事”。 

六、结语 

电影的历史从时间的角度基本就是影院放映电影的历史，影院放映电影的历史基本就是电影票存在的历史，鉴于此老电影

票上的影院史和放映史之一瞥甚或某个角度、方面，大致是最客观的有效的文本证明之一。中国老电影票上所反映出来的影院男

女分座史、儿童观影限定史、银幕技术史、空间布局变迁史等和电影院本身的历史共同构成了百余年中国电影史的重要专项、专

门史篇章，这种篇章连接过去也预示未来，最终回应着一个影院或是一段历史叙事，作为文化圣殿的老电影院本身就是时代与历

史的结晶，而公开电影放映的过程也永远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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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笔者《民国时期的老电影票文本研究》一文，《华夏文化论坛》2020年第 2期，第 222页。 

2发表于《中国电影》1957年第 6期的《第一座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在京开幕》一文中提到“‘首都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

的银幕宽度比原银幕的宽度大五倍(15.47米),银幕的高度比原来的大一倍(6米)”。 

3内蒙古等地的双语电影票上，也有类似的观影限制书写。 

4 除了特级影厅外，还出现了“特级电影院”,一般由文化部门、物价部门等联合认定，往往是那些硬性条件好，除了放映

电影还有其他业务(歌舞、游戏、录像等)的综合性多功能电影院。 

5相较中国电影博物馆宽 21米、高 27米的巨幕标准，当下中国很多电影院所谓的巨幕很多时候是一种“伪巨幕”。 


